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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适理解法律东方主义何以可能
魏磊杰＊
摘要　在《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中，络德睦旨在揭示的只是对“中国有法与否”这一问题何以成为
问题以及为何西方人对其答案如此在意的认识论根源与政治根源，并未触及作为法律东方主义之反
题的东方法律主义问题，更谈不上所为此举是在为当下中国法的任何具体观念进行的辩护与背书。
如何界定东方法律主义及其未来将呈现何种样态，本质上仍是一个译介政治问题，需要仰赖于中国知
识与政治精英未来的耕耘与塑造。迈向东方法律主义，是一项长远的系统工程，需要尽可能摒弃褊狭
的法律自我东方主义倾向，需要解决好如何认真对待本土资源的问题，需要处理好政治共同体软硬实
力的均衡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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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络德睦在《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中的阐释，法律东方主义对何谓“法律”总体抱持一种本质
化的理解，基于此等理解，晚近以来，依托西方强悍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东西之间不对等的权力格
局同时在智识层面也获得了水到渠成般的证成。尤有进者，这样一种统治意识之表达为东方人所
认识并内化后，往往会促发一种自动服膺于该定见并将其自觉运用于实践的“法律自我东方主
义”。这恰好满足了安东尼奥·葛兰西对于意识形态“霸权”所做的基本描述：既要你永远受到这
种智识支配，而且还要让你心甘情愿地永远接受这种支配。这样一种垄断性的体系构造，不仅在
学术上会造成中西之间难以进行具有成效的比较，而且在政治上更是直接剥夺了被视为弱势一方
主体性的生成。有鉴于此，络德睦要做的便是将此种垄断性体系构造的建构过程揭示出来。然
而，在提出中国法研究领域中普遍存在的这一核心问题之同时，他只是系统地分析了该问题的历
史成因与现实影响，而并没有提出相应的解决之法。“尽管我拒斥从正面重申自己此前所述，但从
相对反面的角度说明一下哪些东西不是《法律东方主义》所意图达致的，倒也不失为一种有益之
举。……正如我在《法律东方主义》当中一再强调的那样，我要解答的并非‘中国有法吗’抑或‘中
国法是什么’这些问题本身。恰恰相反，我所考察的是，对此等问题的追问在认识论上和政治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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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考量，也即此等问题何以成为问题，以及为何我们会对其答案如此在意。”〔１〕在很大程度上，这
段后续的澄清可谓是理解络德睦对法律东方主义所抱持的基本立场之关键。
就写作意图而言，络德睦并未打算超越东方主义话语，相反，在他看来，东方主义不可克服，而
只能管控。“根据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宰制我们生活的支配性意识形态，我们生活其中
的这个世界确乎是现代的，而现代性没有他者便无法存在。爱德华·萨义德犀利地指出，现代性
的一个关键他者就是东方；因此，从一开始，东方主义就被嵌入到了现代性的散乱根基当中。不管
是下定决心摒除之，还是在意识形态上将其宣告为不可信的，作为知识政治产物的东方主义都是
无法‘克服’的。”〔２〕其实，不仅西方现代性需要一个弱势的他者作为陪衬，甚至人类历史上任何一
种文明皆需要一个他者来界定自身。〔３〕 对于任何一种文明而言，“排斥与诋毁‘他者’是一种基本
的心理机制，借此来达到突显自身的目的”。〔４〕 在络德睦看来，这种东方主义思维落脚到中西法
律比较中，便是即使在西方人不进行有意识对比之时，他们的出发点也总是他们自己的标准与自
己的制度，而由此造就的结果往往是以法律的形式固化权力的不均衡，认定中国的差异具有道德
上的劣势。而且，这样一种近乎自然衍生的政治无意识，能借助代际传送而在西方人的观念中留
存并进而恒久固化：正如络氏自己对从黑格尔到德里达等诸多西方思想家的引用所显示的那样，
一旦东方化，则永远东方化。
由此，络德睦同意后殖民主义研究大家迪皮什·查克拉巴蒂（Ｄｉｐｅｓｈ　Ｃｈａｋｒａｂａｒｔｙ）的这一观
点，狭隘的欧洲分析范畴（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对于帮助我们分析任何现代社会，既必不可少，但
又不甚充分。其实，法律东方主义，亦可等量齐观：“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完全消解它，而是如何“矫
正”它。正是在此种自我反思的基础上，他坚持比较法需要的乃是一种东方主义伦理，而非一种海
市蜃楼般的反东方主义道德。就此，络德睦首先解释了“伦理”（ｅｔｈｉｃｓ）和“道德”（ｍｏｒａｌｉｔｙ）之间的
根本区别。后者是由“规范性体系”所组成，这些体系假定一种先在的道德主体，并为该主体的正
当行为拟定标准。相反，同样作为规范性体系的“伦理”关注的则是主体本身的形成方式。〔５〕 换
言之，这里并非先设想一种伦理主体然后对其规范，而是采用伦理来规范主体形成的条件，以此打
破人们熟悉和惯常使用的范畴，在这些范畴之间和之外去寻找新的主体。之所以聚焦主体形成的
条件，是因为比较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生产出了拟被比较的客体（例如作为法律主体的美国与作为
无法律非主体的中国），并往往潜在践行这种逻辑：既在通常意义上限制他们作为主体的能动性，
又在主体化意义上承认他们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此等在比较中主体化他者的矛盾方式，所带来
的直接效应便是限制了西方学者在这个世界中能够真正发现什么。在络德睦看来，既然东方主义
作为“法律知识的结构”创造了我们和他人，既然西方学人继续比较且必然继续东方化，那么这种
进行比较的权力就不能如以往那般“任性”，必须要被“负责任地”行使，而东方主义伦理之目的就
在于控制住他们将法律的缺点映射到“他者”身上的内在倾向。在提出此等想法的时候，不难看
出，络德睦事实上已经开始尝试动摇西方／美国基于传统立场的以自己的标准衡量他者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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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东方主义》一书出版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陈玉心（Ｃａｒｏｌ　Ｇ．Ｓ．Ｔａｎ）教授在《哈佛法律
评论》上撰写长篇书评加以评介。在她看来，络德睦所谓的“伦理的比较法”的指导方针大体可被
归纳如下：（１）可采一种功能主义的方法，但不应寻找完全的等同物；（２）不能假定所有的法律和
法律体系都遵循同样的发展路径；（３）应更多地关注被比较的两项客体之间的相似性；（４）不能被
误导而认为通过对“他者”的赞许就可避免东方主义；（５）有必要意识到历史如何（通过比较）塑造
了知识领域；（６）必须将传统的叙述和概念作为地方性的来看待，根据比较研究来重新审视它们；
（７）必须认识到传统的叙述和概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事先创造的；（８）除了通常区分甲和乙的
比较外，还应将甲和乙进行相互比较。〔６〕 通过具象化的这种解读，我们不难看出，络德睦意在追
求的是对法律文明作多元化的理解，矛头指向便是法律东方主义观念支配下西方学者对法律／法
治所秉持的本质化定见。基于这种定见，无论如何界定法治（一种理想类型抑或一套历史制度），
毫无疑问中国从古到今皆不具有英美意义上的法治。为此，他呼吁西方学者应当终结对于当前支
配中国法研究的这种形而上学问题的痴迷：“中国存在法治吗？”而应换一种问法：“中国应当存在
与我们当前构想的概念一样的法治吗？”〔７〕在全书结尾，他将此核心吁求进一步升华：为实现概念
更大的精确性并使得中美之间跨法律传统的沟通更为有效，西方学者应当尽量避免在法治与人治
之间进行一种准神学的对比，并采用更为适中与更可界定的概念取代它们。〔８〕
在络德睦看来，身处由东方主义所塑造的这个法律世界中，西方比较法学者面临的首要问题
是，如何在伦理上与东方主义的事实相处，以及如何在政治上对其加以管控。针对这一问题，无论
他提出的东方主义伦理抑或倡导尽量避免在法治与人治之间做非杨即墨的二元判断，究其根本，
最终皆可归结为是对从“单一现代性”或“单元文明”迈向“复数现代性”或“多元文明”的理论倡导。
事实上，他的这种主张，与索萨·桑托斯鼓吹的“反全球化的全球化”、汪晖倡导的“反现代性的现
代性”以及乌戈·马太提出的“反法治的法治”，在本质上可谓异曲同工，都承续了西方后现代主
义／后殖民主义研究的思想遗产，批判的对象皆是当前仍旧处于支配地位的现代性／法的意识形态
霸权。这种霸权本身是一种垄断性的构造，不对其进行反抗是不可能的，但反思甚至反抗并不等
于就是简单地否定，更不意味着在破除一种蒙昧主义的同时进入另一种蒙昧主义甚或径直倒退到
狭隘的法律民族主义，而只是将原有单一的现代性、全球化、法治加以地方化、历史化与问题化，最
终以求在阿里夫·德里克（Ａｒｉｆ　Ｄｉｒｌｉｋ）所言的取代“欧洲现代性”的“当代全球现代性”的基础之上
成就行为者自身的主体性。〔９〕 在络德睦看来，此等“重置现代性”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实现从“法
律东方主义”（Ｌｅｇ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迈向“东方法律主义”（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Ｌｅｇａｌｉｓｍ）的话语反转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伴随中国硬实力在世界舞台上的不断提升，络德睦对“东方法律主义”的描述
恰与近些年国内政治与学术精英力争国际法治话语权的主张异曲同工，这也是此书中译本在短期
内获得众多瞩目的原因所在。诚如梁治平教授所言：“从法律东方主义到东方法律主义，这一转变
不但意味着对东方主义的超越，更意味着中国主体性的产生，而这恰也是当下中国社会内部愈来
愈响亮的一种呼声。”〔１０〕然而，吊诡的是，这种西方左翼法学思维的必然倾向与东方民族主义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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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张扬纯粹在形式上的不谋而合，却意外成为国内一些学人批判络德睦教授本人的口实，〔１１〕让
《法律东方主义》这部原本只为西方读者而写的著作无端承受了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针对这些
人就“东方法律主义”所做的类同“建构的批判”，络德睦在写给中国读者的专稿中，进行了如下回
应。〔１２〕 其一，他对这一特定说法的唯一一次使用是在原书的倒数第三页才首次出现。此处，他之
所以提出“东方法律主义”崛起之可能仅是为了表明，法治其实是一套话语而非一种“实在物”。随
着中国全球性权力的增长，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不会俘获这套现今由美国主导的话语并将之转化为
不同的新东西。他调用这个概念不是要为中国法中的任何观念辩护，而仅仅是为了对欧美读者说
明，如此这般的事情无疑是可能发生的。其二，作为面向美国读者的批判美国法律帝国主义的作
品，该书的首要焦点是法律东方主义而非东方法律主义，而中国读者对之展现的兴趣却更多关注
于后者而非前者，这并不令人惊讶。然而，《法律东方主义》并不意在谋求解答东方法律主义的问
题，它只是意在激起一些为之打开观念空间的批评，而对于何为东方法律主义及其最终将呈现为
何种样态最终仍将主要仰赖于中国读者。他的结论是，在中国的语境下，或许最为有益的方法是
把《法律东方主义》当作一种美国及全球法律话语的产物加以研究，而不是将其作为对于中国法领
域的直接介入。
在《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中，络德睦所用的“我们”其实是指美国的法学读者以及全球范围内英
语语系的比较法学者。通过对美国法律帝国主义的批判，此书意在让西方的这些“我们”充分意识
到法律东方主义在认识论与政治上的问题所在，并谋求相对可能且可行的因应之法。在本质上，
这是身处后现代时空语境中的西方学术精英们在亨廷顿所言的“文明冲突”日趋深化与复杂化之
大时代语境下对自身文明固有问题的一种深入体察与反思。在这种意义上，《法律东方主义》的首
要焦点是法律东方主义而非东方法律主义，是一种必然的甚至是刻意为之的写作倾向。而对于何
为东方法律主义及其最终将呈现为何种样态，无论考量主观意愿还是客观能力，似乎皆理应由我
们的“我们”———中国当下及未来的政治与学术精英们———来界定与塑造。诚如任何一位中国的
爱国者或许皆能从《法律东方主义》中为其国家权力在全球舞台上的最大化投射找到有力的正当
理由那般，法律东方主义及作为其反题的东方法律主义，在中国会承载怎样的意义以及它将产生
何种之影响，最终都是一个译介政治的问题。针对这种观念，如何对其解读，如何对其深化以及如
何对其践行，必将脱离作者原初设定的思想脉络，而端赖于作为行为主体的阅读者在全球权力日
趋重新分配的今天如何对自身法律文明之未来走向进行评判与重塑。
何谓东方法律主义？在《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中，它只是一个未经准确界定和未经深入阐释的
孤零零的概念。然而立基于络德睦对法律东方主义的批判脉络，我们不难对东方法律主义应当具
有何种基本内涵进行初步的描述。简单地说，既然东方主义所支撑的法律意识形态霸权存在诸多
问题，直接窒碍了中国法律主体性的确立，那么，批判法律东方主义的潜在导向便是迈向东方法律
主义。换言之，东方法律主义，就是意欲重新建构一种新的理解与阐释法律与法治的话语与观念，
唤醒东方，使其重新获得与西方平等对话的主体性，在世界法治文明的演进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以
此作为一种超克法律东方主义的可能路径。具体到当下中国的现实语境，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进一
步的理论推演：迈向东方法律主义便是在现有基础之上如何建构中国新法治话语体系的问题。如
何建构，解决的乃是方法论层面上的问题，而为何建构，针对的则是认识论层面上的问题。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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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剑银：《“想象”他者与“虚构”自我的学理表达———有关〈法律东方主义〉及其中国反响》，载《交大
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３期；鲁楠：《迈向东方法律主义？———评络德睦〈法律东方主义〉》，载《交大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见前注〔１〕，络德睦文。
那么，在现有基础之上如何建构中国新法治话语的体系？鉴于此议题兹事体大，囿于篇幅所
限，此处只能略陈未来应予重点关照的三个基本维度。首先，新法治话语体系的重塑需要达成如
何建设“法治”的基本共识。而欲求实现这一目标，就应尽量摒除褊狭的法律自我东方主义情结。
当下中国所谓的法治共识欠缺，明显不是指在“中国要不要实行法治”问题上的认识和主张不一
致，而是对于“什么是法治”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什么是中国应当实行的法治”和“中国如何实现
法治”等基本问题，全社会缺少必要程度的契合与交集。根据顾培东教授的研究，我国不同社会主
体对于法治基本问题的认识、见解或主张，大体可概括为偏执的理性主义法治观与放纵的实用主
义法治观之间的尖锐对立。其中，偏执的理想主义法治观的重要特征，就在于以原旨主义的态度
和立场，贬低甚而反对在法治问题上对中国特色及国情的强调，坚持或崇奉在西方经验基础上形
成或抽象出的法治模式，并依此作为判断我国法治是非成败的标准与依据。〔１３〕 而之所以会如此，
除了知识吸纳与思维训练的泛西化导向使然之外，主要还在于此等全盘西化的话语能给秉持者带
来某种道德层面上的优越感与权威感，这可谓法律东方主义者与法律自我东方主义者形成一种潜
在“共谋”的内在基础。“由于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抹杀了法治的局限性，回避了法治的内在矛盾，忽
略了法治实际运行所依附的条件以及所必然面临的约束和制约，站在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立场
上，或者执持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某些命题或判断，很容易占据‘法治的制高点’，从而可以毫不费
力地运筹法治于帷幄，指点法治之江山，更可以俯视和鄙薄一切法治现实与实践。”〔１４〕
很明显，这种绝对的法律自我东方主义思维导向，不仅严重脱离中国国情，难以为我国基本政
治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而且更会直接掣肘甚至阻碍中国新法治话语体系这一宏大智识工
程的建构。有鉴于此，对未来中国新法治话语体系进行重塑之前提，首先就需要尽量摒除此等褊
狭的全盘西化情结，而一种理想的中道策略就在于接续后现代主义对具有单一性“元叙事”的反抗
传统，避免在“法治”与“人治”之间进行一种准神学的二元对比，并尽量采用更为适中与更可界定
的概念取代它们，以此来规划与指导我们自身的法律改革实践。当然，倡导法治意涵的多义性与
多元化并不意味着鼓吹“法治”虚无缥缈没有其基本的内在规定性，更不意味着“自我差异化”与
“义和团化”进而走向作为另一极端的以中国为绝对中心的法律民族主义，而是表明法治的实行并
不必然以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政治建构或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为前提；表明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
或其他不同主体对法治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认知，不同国家的法治可以有其不同的实践样态。在世
界法治文明的竞技场中，诸文明相互融合相互激荡，以期最终达致———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的最佳效果。
其次，新法治话语体系的重塑需要解决好如何对待“本土资源”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抽取
对褊狭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信赖，势必会回归到本土法治意识形态资源的替代问题。近二十年以
来，从法律的“三个至上”理论、法治的本土资源论，到儒家风格的自由主义民权说以及视野更为宏
阔的儒家宪政方案，这些事例具有的一个共同指向，就是它们皆试图抵抗流行的法律东方主义话
语的压迫，主张中国的主体性，以至于可被视作中国的知识与政治精英们力图推动东方法律主义
的可贵尝试。诚然，中国法学要想真正走向世界，必须拥有立足本国国情，并依赖本国文化背景产
生的法学理论，这可谓东方法律主义的应有之义，然在面对当下西方传统法学理论及知识谱系占
绝对支配地位，稚嫩的中国法学尚不具有对其予以实质突破或拥有自主知识生产能力的大时代背
景下，中国学人意图造就的原生法学理论必然也必须更多地依托于西方的既有框架而进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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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培东：《当代中国法治共识的形成及法治再启蒙》，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顾培东：《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重塑式”而非“另起炉灶式”的建构与再造。换言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只有先经由法律东方主
义，方可迈向东方法律主义。“批判欧洲中心主义霸权的目的，是拯救那些遗忘的文化遗产，这样
做并不是为了将这些文化遗产具体化，而是在追求民主、自由、社会与经济正义的革命斗争过程
中，为思考人类的未来打开新的思路。”〔１５〕换言之，这种依托西方既有框架而对本土资源进行的
“精神重塑”，将中国传统价值的若干有益成分，挹注于有待东西方合力缔造的全球人类共同文化
之中，以此意在实现一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化合效应，在成就自身法治文明主体性之同时，亦可
裨益于全球人类共同体法律治理体系的日臻完善与公平。
最后，新法治话语体系的重塑需要依托于政治体软硬实力的妥适调配。在西法东渐一个半世
纪后的今天，普世性与独特性的全球分布正在重新调整，而未来新的国际权力格局与博弈结果无
疑将深刻影响法律东方主义业已创造的这个世界。或许总有一天中国将会屈从于现代欧美形式
的法治，从而确认其普世性；当然，另一种情形亦会可能：中国能够将发展的成功转化为某种意识
形态领导权，采用一种正在演进中的中国普世主义（一种东方法律主义）重新塑造法治。也就是
说，如果法律可以重新定义中国，那么我们未来必须准备接受中国亦可将法律中国化（Ｓｉｎｉｆｙ）这一
可能。当然，诚如历史昭示的那样，此等转化成功与否端赖于未来中国兼济软硬两面的所谓综合
国力所能达致的强劲程度。软实力的建构与投射虽依托硬实力的提升与张扬，但彼此却遵循着各
自不同的内在逻辑。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意欲依循何种之世界观塑造世界，最明显的证明，便是你
一直在采用何种中国观塑造中国。世界观是中国观的自然延伸与同心放大，两者内外同构，有区
别但却没有本质区别。揆诸并不理想之现实种种，以此角度研判，中国现今无疑已是一个强大的
国家，但仍需继续努力在内修法度外抗强权的基础之上造就一个更加伟大的社会。从这个视角观
之，从法律东方主义迈向东方主义，是一个相当必要、可行但却可能需要数代人努力耕耘方可有望
最终成就的系统工程。
（责任编辑：赖骏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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